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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量和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何凌云，吴　梦，尹　芳

摘　要：基于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投资、经济总量、产业结构、能源效率、碳排放量等相关数

据，运用调节效应模型、状态空间模型等，测量了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量和结构对碳排放的作用并比较了差异

性；在此基础上以上网电价政策为例，进一步分析了可再生能源投资政策对碳减排的引导性。结果显示：（１）

可再生能源投资对碳排放没有直接的影响，但通过经济总量和能源效率路径均产生了碳拉动作用；通过结构

路径，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量和结构对碳排放分别产生拉动和抑制作用；（２）考虑单一路径时，投资结构对碳

排放的影响较大，而综合考虑多个路径时，投资总量的碳抑制效应优于投资结构；（３）长期内，可再生能源

投资通过产业结构与能源效率对碳排放的作用受阻，但通过能源结构路径对碳排放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

且其抑制作用大于系统中的碳拉动作用；（４）通过分析风电产业的标杆电价政策，发现现有政策对可再生能

源投资的碳减排作用具有引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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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条件下，能源活动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而从生产性角度讲，影响碳排放的因素很
多，如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等［１］［２］。这其中，结构和技术是最主要的减

排路径。由于能源强度的降低对技术的依赖性较大，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因此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
尤显重要，尤其是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将直接影响碳减排目标的实现［３］［４］。开发利用可再生能

源，提高其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将是节能减排的重要选择，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使用还处于起步阶

段，难与常规能源在市场上竞争，必须通过特殊的政策手段和有效的发展机制推动其发展，这其

中，可再生能源投资备受关注。从中国的实际看，２０１５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资、利用、发电总量

均居全球第一，投资占全球１／３。《可再生能源 “十三五”发展 （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十三五”

规划期间，中国可再生能源新增投资约为２．３万亿元，这必将对促进节能减排起到积极作用。有鉴

于此，本文试图从可再生能源投资的视角出发，分析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量和结构与碳排放的关系，

明确可再生能源投资对碳减排的促进作用，从而进一步探究可再生能源投资结构的优化问题，以期

为低碳经济及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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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文献回顾

从研究层面看，国内外学者大都肯定了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国内研究方面，陈诗一
等［５］、林伯强等［６］、何立华等［７］的研究均表明，优化能源结构是实现碳减排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有
学者关注了能源结构与碳排放关系的区域差异性，如Ｌｉｕ等［８］分析了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中国３０个地区
的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并基于不同省份二氧化碳排放效率与能源消费结构的差异及演化规律提出减
排的政策建议。Ｘｕ等［９］使用ＬＭＤＩ方法分解了中国不同省份影响碳排放水平的主要因素，结果显
示，能源结构在经济相对发达或能源短缺的地区一直在改善，而在经济相对不发达或能源丰富的地
区一直处于恶化状态。以上分析表明，能源结构的改善是碳减排的重要路径。降低煤炭消费比重，
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可有效优化能源结构，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
方国昌等［１０］将新能源引入非线性节能减排动力演化系统，研究得出，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可以改变
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节能减排。我国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具有巨大的发
展潜力，因此，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可以达到减排的目的［１１］［１２］。受成本、技
术、资源和二氧化碳排放等条件约束，不同类型的可再生能源需要合理的比例配置［１３］。基于此，
可再生能源以及其他各类清洁能源的利用，能源产业链优化成为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这其
中，加大清洁能源的投资至关重要［１４］。李晓华［１５］从宏观层面分析了国内能源的投资现状，并从能
源投资与经济周期、产业结构以及工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认为，解决能源投资失衡的重要
保障是能源投资的适度超前和投资结构的调整。董娟［１６］对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的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趋
势作出分析和判断，为该产业发展和投资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国外研究中，Ｍａｌａｋｉ等［１７］（Ｐ１９－２６）运用大量的数据分析未来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强调了未来发

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并指出，为避免不可逆转的环境恶化，有必要发展可再生能源。Ｍａｈｅｓｈ
等［１８］、Ｂｉｌｇｉｌｉ［１９］［２１］、Ｊｅｂｌｉ［２０］、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等［２２］也都强调了可再生能源对提高环境质量的积极作
用。进一步地，Ａｐｅｒｇｉｓ等［２３］的研究得出可再生能源消耗与碳排放之间呈正相关，同时，可再生能
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表明可再生能源的扩大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挥发性石油和天然气

的供应和价格带来的风险。但是，Ｔｉｅｔｊｅｎ等［２４］通过比较可再生能源和化石燃料为主的电力市场的
投资风险，发现可再生能源的投资风险很高，但随着其市场份额的增加而下降。因此，可再生能源
很难与常规能源在市场上竞争，必须通过特殊的政策手段和有效的发展机制，促进其发展。这些研
究在政策层面上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总体来看，相关学者大都关注了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强调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的重要

性，但是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表现在：（１）多从可再生能源利用 （消费）的视角研究其与碳排
放的关系，从可再生能源生产 （投资）视角出发的研究较少；（２）少有的研究中，对总量的关注相
对较多，对投资结构的研究很少；（３）主要从政策层面分析可再生能源利用对碳排放的影响，缺乏
实证分析，且多是研究可再生能源利用对碳排放的直接作用，对可再生能源通过相关变量对碳排放
的间接影响未作深入考量。

二、可再生能源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

能源投资涉及多方面。一方面，能源投资是为了满足经济发展和能源生产的需求，需要与经济
发展相协调；另一方面，能源投资又是能源工业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驱动力量，在社会持续增长的资
本要素投入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能源的投资还受到资源条件和环境容量的限制。可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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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属于低碳或非碳能源，可有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通过可再生能源投资可以引导能源生产和
消费，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应中的份额，有助于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量。因此，可再生能源投
资影响碳排放的核心在于其可以有效影响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进而对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等产生影
响。图１是可再生能源投资对碳排放的作用路径。

图１　可再生能源投资对我国碳减排的作用路径

可再生能源投资的调控重点是在满足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基础上，对可再生能源进行总量调控和
结构调整；从总体上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低碳化投资的水平。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非常密切，一方面，能源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投入要素；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会促进能源资源的开
发利用，由于能源资源的稀缺性及能源资源开发利用产生的环境问题也会制约经济的发展［２５］。此
外，能源储量结构决定了能源生产结构，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会引导能源生产，生产结构又决定了消
费结构。闫秀非等［２６］的研究表明：短期内，能源消费的增长对第一、第二产业的影响不同，长期
来看对第一、第二产业产值有同向拉动作用。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会扩大能源供给量，也会形成新的
产业。因此，能源的生产、消费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鲁万波等［２７］、Ｍｉ等［２８］分
别从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结构几个层面分析了其对碳排放产生的影响。
此外，能源使用导致的碳排放必然会增加环境治理的成本。从能源成本效率的角度考虑，提高

能源效率无疑是碳减排的重要路径。提高能源效率要求减少提供同等能源服务的能源投入，出发点
是为了缓解能源短缺，提高能源利用效益。可再生能源具有永续利用的特点，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利
用可以缓解能源短缺的制约，且负外部性相对较低［２９］。综合以上，本研究拟测量可再生能源投资
通过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等几个路径对碳排放产生的影响，进而分析其减排
效应及其差异。

三、变量、数据与模型

（一）变量与数据
本文涉及的变量主要包括：

１．碳排放量ＣＯ２。根据中国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资源型产业与制造业中各类能源 （能源消耗种类分
别包括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气）的消耗量，结合 《中国能源统计
年鉴》（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中各种能源消耗量折算标准煤为参考系数、《ＩＰＣＣ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指南》中公布的能源碳排放系数，计算出中国能源型产业与制造业的碳排放量数值，以此作为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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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的衡量指标，单位为万ｔ。

２．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量ＲＩ。可再生能源投资指开发商、政府、公众等主体由于可再生能源应
用而投入 （或支出）的资金。包括可再生能源发电、供热和燃气、液体燃料应用的投资，不包括研
发投入及对制造业的投资［３０］。相关数据来自 《中国低碳发展报告》（２０１５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
资趋势》（２０１３年），单位为亿元。

３．可再生能源投资结构ＲＳ。投资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投资总量中所含各类投资的构成及其数
量上的比例关系。可再生能源应用投资的主要领域包括可再生能源发电、沼气利用、太阳能热利
用、生物燃料和地热利用，其中发电领域所占比重最大［３０］。借鉴余长林［３１］对人力资本投资结构的
定义①，选择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投资领域中发电投资的占比作为其替代变量，单位为％。

４．能源效率Ｅ。本文是基于纯经济效率出发的研究，旨在从总体层面上衡量能源综合利用效率。
从这个角度出发，能源强度是衡量综合能源利用效率的常见指标之一。参考王俊杰等［３２］的研究，选择
能源强度的倒数 “单位能耗ＧＤＰ”（ＧＤＰ／能源消耗总量）作为衡量总体性能源效率的指标，单位为
“１０８元／１０４ｔｃｅ”。相关数据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和中经网产业数据库。

５．其他变量。参照武红等［３３］对指标的确定②，选择ＧＤＰ指数 （１９７８＝１００）作为经济总量Ｙ
的替代变量。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决定了能源消费结构在一定时期只能是以煤为主体，因此选择煤炭
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作为能源结构ＥＳ的替代变量［３４］，单位为％。产业结构ＩＳ根据中国统
计年鉴公布的生产法核算ＧＤＰ 总量标准，选择第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作为替代变量，单
位为％。
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和研究的需要，样本区间为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图２是样本区间内相关变量的

变动情况。为方便观察，图２ （ａ）中ＣＯ２ 在原序列的基础上除以１０３，Ｅ在原序列的基础上乘以

１０２，这并不改变序列的变动趋势。

图２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相关变量变动情况

可以看出：（１）样本区间内，经济总量与碳排放量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但２００８年以后经济增
速明显大于碳排放量的增速，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还存在减排的空间；（２）２００４年以来能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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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余长林（２００６）将人力资本投资分为教育和健康两种资本，用ＩＥ表示用于教育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投资，ＩＨ 表示用

于健康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投资，令φ＝
ＩＥ

ＩＥ＋ＩＨ
表示人力资本投资结构。

武红等（２０１１）对ＧＤＰ指标的确定，是将１９８０—２００９年 ＧＤＰ按当年价计算的数值换算为１９７８年不变价格计算的

ＧＤＰ，以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和客观性。



基本稳定且略有下降，说明我国能源结构不断优化，但优化程度不明显；产业结构保持基本稳定；
（３）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量与结构均呈上升趋势，２００９年之前可再生能源投资结构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
投资总量，２００９年之后则相反。结合实际，自２００５年２月 《可再生能源法》颁布之后，风电产业开
始迅猛发展，特别是 “十五”和 “十一五”期间，我国风电发展提速，总装机容量从２００５年的１２６
万ｋＷ增长到２００８年年底的１　２１７万ｋＷ，年增长率超过１００％。２００８年之前出台的政策基本是风力
发电方面，２００９年开始光伏发电政策密切出台，投资结构的增速明显低于投资总量。
总体来看，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量与结构的增速比碳排放量的增速快。理论上讲，可再生能源投资

的增加导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变大，过去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被可再生能源替代实现优
化，并且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增长会促进利用成本的降低以及技术的创新，从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二）基本模型构建

１．Ｋａｙａ［３５］将影响碳排放的因素分解为碳排放强度、能源强度、人均ＧＤＰ和人口四部分，如式
（１）。

ＣＯ２＝
ＣＯ２
ＴＥ
× ＴＥＧＤＰ×

ＧＤＰ
Ｐｅ

×Ｐｅ （１）

其中，ＣＯ２ 表示二氧化碳排放量，ＴＥ 表示能源消费总量，
ＣＯ２
ＴＥ
、 ＴＥ
ＧＤＰ

、ＧＤＰ
Ｐｅ

、Ｐｅ 分别表示碳

排放强度、能源强度、人均ＧＤＰ和人口。其中，碳排放强度受能源消费结构和碳排放系数两大因
素的影响，如式 （２）。

ＣＯ２
ＴＥ
＝ＴＥｉＴＥ

× ＴＥＣＯ２ｉ
（２）

其中，ＴＥｉ是第ｉ种能源的消费量，
ＴＥｉ
ＴＥ
和ＴＥ

ＣＯ２ｉ
分别代表能源消费结构和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由于碳排放系数在短期内固定不变，因此碳排放最终受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强度、人均ＧＤＰ
和人口四个因素的影响。本文从生产性角度进行研究，因此不考虑消费性因素 “人口”；而人均

ＧＤＰ是衡量一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某种程度上也属于消费性因素，因此用反映经济规模的生
产性指标ＧＤＰ代替。本文用ＧＤＰ指数作为经济总量的替代变量。此外，由于 “能源效率”是能源
强度的倒数，反映的都是技术因素，因此用能源效率代替能源强度。进一步地，上文分析中也指
出，产业结构会对能源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从而也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因素。鉴于此，本文将经济
总量、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同时引入模型。

２．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可再生能源投资不能对碳排放产生直接作用，而是通过影响相关变
量对碳排放产生调节作用。具体而言：第一，在本文设定的研究系统中，各种路径之间的作用存在
复杂的博弈关系，可再生能源投资对碳排放产生的最终影响是多种效应博弈的结果；第二，在路径
的选择上，基于上文的理论分析，主要选择总量、结构和效率 （技术）路径。其中，结构路径包括
了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两个层面。又由于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能源消费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产
业结构的影响［２８］［３６］［３７］［３８］，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可以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本文建模时也将这
部分纳入模型。此外，在投资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上，根据木森等［３９］的研究，投资结构调整必须
与投资总量调节相配合，基于此，还考虑到了总量变动对结构的影响。为消除异方差并直接得出弹
性，相关变量均取自然对数。进一步地，温忠麟等［４０］、陈晓萍等［４１］指出，通过叉乘项一方面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直接、间接效应对因变量的综合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准确地找到中介模型中受调
节的路径。基于此，论文采用叉乘 （交互项）来表示调节作用，构建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量和结构通
过相关路径对碳排放产生的综合调节作用的模型如式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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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ＣＯ２＝Ｃ＋α１ｌｎ （ＲＩ×Ｙ）＋α２ｌｎ （ＲＩ×ＥＳ）＋α３ｌｎ （ＲＩ×ＩＳ）＋α４ｌｎ （ＲＩ×ＥＳ×ＩＳ）

＋α５ｌｎ （ＲＩ×Ｅ）＋εｔ （３）

ｌｎＣＯ２＝Ｃ′＋β１ｌｎ （ＲＩ×Ｙ）＋β２ｌｎ （ＲＳ×ＥＳ）＋β３ｌｎ （ＲＳ×ＩＳ）＋β４ｌｎ （ＲＳ×ＩＳ×ＥＳ）

＋β５ｌｎ （ＲＳ×Ｅ）＋β６ｌｎ （ＲＩ×ＲＳ）＋ωｔ （４）
其中，α１…α５ 是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量通过经济总量、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与产业结

构的交互项以及能源效率对碳排放的作用系数；β１…β２ 是可再生能源投资结构通过相关路径对碳排
放的作用系数①；εｔ和ωｔ为随机扰动变量。进一步地，为反映相关路径变量对碳排放作用的动态变
化趋势，基于模型 （３）和 （４），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如 （５）和 （６）所示。

ｌｎ （ＣＯ２）ｔ＝Ｃ＋α１，ｔｌｎ （ＲＩ×Ｙ）ｔ＋α２，ｔｌｎ （ＲＩ×ＥＳ）ｔ＋α３，ｔｌｎ （ＲＩ×ＩＳ）ｔ＋α４，ｔｌｎ （ＲＩ×ＥＳ×ＩＳ）ｔ
＋α５，ｔｌｎ （ＲＩ×Ｅ）ｔ＋εｔ

α１，ｔ＝ＳＶ１×α１，ｔ－１＋μ１，ｔ　α２，ｔ＝ＳＶ２×α２，ｔ－１＋μ２，ｔ （５）

α３，ｔ＝ＳＶ３×α３，ｔ－１＋μ３，ｔ　α４，ｔ＝ＳＶ４×α４，ｔ－１＋μ４，ｔ
α５，ｔ＝ＳＶ５×α５，ｔ－１＋μ５，ｔ
ｌｎ （ＣＯ２）ｔ＝Ｃ′＋β１，ｔｌｎ （ＲＳ×Ｙ）ｔ＋β２，ｔｌｎ （ＲＳ×ＥＳ）ｔ＋β３，ｔｌｎ （ＲＳ×ＩＳ）ｔ＋β４，ｔｌｎ （ＲＳ×ＥＳ

×ＩＳ）ｔ＋β５，ｔｌｎ （ＲＳ×Ｅ）ｔ＋β６，ｔｌｎ （ＲＩ×ＲＳ）ｔ＋ωｔ

β１，ｔ＝ＳＶ
＊
１ ×β１，ｔ－１＋η１，ｔ　β２，ｔ＝ＳＶ

＊
２ ×β２，ｔ－１＋η２，ｔ （６）

β３，ｔ＝ＳＶ
＊
３ ×β３，ｔ－１＋η３，ｔ　β４，ｔ＝ＳＶ

＊
４ ×β４，ｔ－１＋η４，ｔ

β５，ｔ＝ＳＶ
＊
５ ×β５，ｔ－１＋η５，ｔ　β６，ｔ＝ＳＶ

＊
６ ×β６，ｔ－１＋η６，ｔ

其中，α１，ｔ…α５，ｔ是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量通过经济总量、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与产业
结构的交互项以及能源效率对碳排放作用的变动状态，β１，ｔ…β６，ｔ是可再生能源投资结构通过相关路
径对碳排放作用的变动状态，εｔ、ωｔ为随机扰动变量，ＳＶ、ＳＶ＊为状态矩阵。

四、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一）变量关系的初步判断
进行模型估计前首先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初步判定。通过单位根检验发现，相关序列均为Ｉ

（２）序列。相关性检验表明，碳排放与经济总量、能源效率、产业结构以及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量的
相关性分别为０．９８３、０．９７４、０．９６８、０．９６６，与投资结构及能源结构的相关性为０．８３８、０．７６３。
而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量与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和能源效率的相关性为０．９９１、０．９７６、０．９８７，与能
源结构仅为０．７９９。可再生能源投资结构与能源结构、能源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关性相对较弱，与
产业结构、能源效率、投资总量及经济总量的相关性均达到０．８以上。为进一步验证变量间的关
系，采用格兰杰检验考量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反映出，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量与碳排放量短期内没有直接的因果关联，但可以通过能源结

构、产业结构影响碳排放量；可再生能源投资结构与碳排放量、投资总量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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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α１…α５，β１…β６ 即“弹性系数”，在文中用“效力”表示，其本质是可再生能源投资通过相关路径变量对碳排放产生的作用
大小（强度）。若α１、α２、α４、α５、α６，β１、β２、β４、β５、β６＞０，说明可再生能源投资通过相关路径变量对碳排放产生“拉动”作
用；若α１、α２、α４、α５、α６，β１、β２、β４、β５、β６＜０，说明可再生能源投资通过相关路径变量对碳排放产生“抑制”作用。需要特
别说明的是，本文中产业结构选取的替代变量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从经济意义出发，该值越大表明产业
结构越优化；基于此，α３、β３ 碳减排效应与上文分析相反，若α３、β３＞０，说明可再生能源投资通过相关路径变量对碳排放
产生“抑制”作用，反之反是。在下文实证分析中均采用这种表述。



表１　相关变量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过程 滞后期 Ｐ值 过程 滞后期 Ｐ值

ＲＩ→ＣＯ２ １　 ０．２３３　９　 ＲＳ→ＣＯ２ １　 ０．５８６　８
２　 ０．８１８　０　 ２　 ０．１８２　０

ＲＩ→Ｅ　 １　 ０．１０９　１　 ＲＳ→Ｅ　 １　 ０．０７２　９＊＊＊

２　 ０．２９０　４　 ２　 ０．３２７　４
ＲＩ→ＥＳ　 １　 ０．０２６　１＊＊ ＲＳ→ＥＳ　 １　 ０．１５２　５

２　 ０．０３３　４＊＊ ２　 ０．０４２　５＊＊

ＲＩ→Ｙ　 １　 ０．８６３　８　 ＲＳ→Ｙ　 １　 ０．１０２　０
２　 ０．７８８　３　 ２　 ０．８４６　０

ＲＩ→ＩＳ　 １　 ０．００９　７＊ ＲＳ→ＩＳ　 １　 ０．７６５　２
２　 ０．１０４　１　 ２　 ０．９５４　９

Ｙ→Ｅ　 １　 ０．００１　８＊ ＥＳ→Ｅ　 １　 ０．２５９　４
２　 ０．００４　０＊ ２　 ０．７５４　９

ＲＳ→ＲＩ　 １　 ０．３８５　６　 ＣＯ２→ＲＩ　 １　 ０．００６　１＊

２　 ０．１９８　８　 ２　 ０．２４８　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联，但与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间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同时，我国碳排放量对可再生能源投资具有
很强的引导性，这主要是政策因素的影响。以上是基于统计学意义上的分析，说明可再生能源投资
对碳排放量存在调节作用。但实际经济活动中还存在较复杂的作用过程，本文重点分析可再生能源
投资总量和结构通过Ｙ、ＥＳ、ＩＳ、Ｅ对碳排量产生的调节。当然，实际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相关变
量之间的交互影响，甚至反馈作用，因果检验的数据支持了碳排放量对投资总量的反馈作用。在此
说明的是，本文仅研究投资对碳排放的单向作用过程。

（二）静态、动态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 （３）和 （４）中变量均包含交互项，根据相关性检验的结果判断，模型具有多重共线性。

考虑到传统的ＯＬＳ估计不适合具有多重共线性的模型，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逐步修正模型中的多
重共线性。估计结果如表２和表３所示。

表２　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量对碳排放量的调节作用

调节项 Ｃ α１ α２ α３ α４ α５ Ｒ２

Ｙ　 １１．３５３　０＊ ０．１６８　５＊ － － － － ０．９４４　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Ｙ＋ＥＳ　 １１．９８７　２＊ ０．８４８　１＊ －０．９２０　７ － － － ０．９６３　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５　５） （０．０９２　５）

Ｙ＋ＩＳ　 １０．９８６　２＊ ０．７３０　４ － －０．７１３　６ － － ０．９５７　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９４　４） （０．１８０　２）

Ｙ＋Ｅ　 １０．１４４　７＊ ０．６６７　２ － － － －０．５１３　０　 ０．９４８　６
（０．０００　３） （０．３２７　９） （０．４５７　５）

Ｙ＋ＥＳ＋ＩＳ＋Ｅ　１０．６７８　４＊ １．９２９　０＊ －２．０８１　１　 １．１２２　３ － －１．１４０　０　 ０．９７７　４
（０．０００　４） （０．０４２　２） （０．１０３　５） （０．３０８　２） （０．１４２　３）

ＥＳ　 １１．２１３　０＊ － ０．２２６　８＊ － － － ０．９３３　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ＥＳ＋ＩＳ － － ９．４７３　６ －８．６３３　０ － － ０．２２８　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ＥＳ×ＩＳ　 １０．５０８　３＊ － － － ０．２１７　１＊ － ０．９３５　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Ｅ　 １１．７６６　０＊ － － － － ０．１７３　０＊ ０．９４０　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注：＊表示在５％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调节项中Ｙ表示投资总量对Ｙ的调节进入模型，同理，Ｙ＋ＥＳ表示投资总

量对Ｙ和ＥＳ的调节进入模型，以此类推。表中的数据表示系数大小，括号中的数据为相关变量对应的Ｐ值。表３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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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可再生能源投资结构对碳排放量的调节作用

调节项 Ｃ β１ β２ β３ β４ β５ β６ Ｒ２

Ｙ　 １１．４８９　８＊ ０．２１０　５ － － － － － ０．８５８　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

Ｙ＋Ｅ　 １４．６３０　３＊ －１．１０４　１ － － － １．３７３　７ － ０．８７２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４８８　６） （０．４１３　０）

Ｙ＋ＥＳ＋Ｅ　 ８．７０３　５＊ １．９８８　５　 ０．７１８　０＊ － － －１．３４９　０ － ０．９７１　６
（０．００８　３） （０．０９９　８） （０．００３　７） （０．２２５　５）

Ｙ＋ＥＳ＋Ｅ＋ＲＩ　７．３１６　０＊ ２．６４０　３ －１．０１３　９＊ － － －１．５８０　７ －０．１４２　５　 ０．９７７　８
（０．０３１　８） （０．０６７　３） （０．０１８　０） （０．１７０　７） （０．２９０　５）

ＥＳ　 １１．５９７　９＊ － ０．２８１　１＊ － － － － ０．７２７　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７）

ＥＳ＋Ｅ　 １３．０４９　６＊ － －０．５１７　２＊ － － ０．５８６　１＊ － ０．９５３　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　５） （０．０００　６）

ＥＳ＋ＩＳ　 １３．８８２　０＊ － －２．１１３　４＊ ２．２４１　１＊ － － － ０．９５５　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００　５）

Ｙ＋ＥＳ＋Ｅ＋ － １．８１０　８ －３．３０５　７＊ － ２．５０２　１＊ －０．７８３　０ －０．２５３　３＊ ０．９９０　７
ＥＳ×ＩＳ＋ＲＩ （０．０７０　９） （０．０００　２） （０．００３　３） （０．３１６　９） （０．０１４　８）

Ｅ　 １１．９８８　７＊ － － － ０．２２０　５ － ０．８６２　３
（０．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１）

ＲＩ　 １２．３６３　２＊ － － － － － ０．１３３　１＊ ０．９１４　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ＥＳ＋ＩＳ＋ １３．９６５　１＊ － －２．３５７　３　 ２．１９９　７４ － ０．４５８　８ －０．１４９　７　 ０．９６５　４
Ｅ＋ＲＩ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６１　４） （０．２５１　５） （０．３０４　７） （０．４２４　４）

结合表２和表３可以看出：

１．同时考虑总量和效率路径时， （１）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量与结构通过经济总量分别产生了

０．１６８　５、０．２１０　５的碳拉动作用，说明我国尚未实现经济增长的碳脱钩；（２）能源效率从本质上反映
的是技术进步，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量与结构通过影响能源效率分别产生了０．１７３　０、０．２２０　５的碳拉动
作用。这与理论分析并不一致。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技术回弹效应的存在使得能源效率提高减少的碳排
放被部分抵消，碳排放不可能同比例的减少［４２］；（３）综合考虑经济总量与能源效率两个路径时，可再
生能源投资总量和结构对碳排放分别产生０．１５４　２和０．２６９　６的拉动作用。这可能是由于能源效率提
高未能抵消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拉动［４３］。总体来看，可再生能源投资结构通过总量和效率路径对碳
排放的影响相对较大。一方面可再生能源投资通过影响产出对碳排放产生了拉动效应，这与我国工业
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密切的关联；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投资在成本、风险等因素的约束下，工业
主体对使用清洁能源提高能源效率的积极性受到可再生能源投资结构的影响更大。

２．同时考虑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路径时，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量通过能源结构与产业结构路径分
别产生了９．４７３　６、８．６３３　０的碳拉动作用，而投资结构通过能源结构与产业结构分别产生了２．１１３　４、

２．２４１　１的碳抑制作用。投资结构通过结构路径产生的碳抑制效应优于投资总量；这说明，样本区间
内投资总量对能源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引导不足，投资结构对能源结构的优化、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
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考虑经济总量以及结构和效率路径时，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量通过相关路径产生了

２．４１４　４的碳抑制效应；通过经济总量和能源结构路径产生了０．０７２　６的碳抑制作用；而通过经济总量
和产业结构路径产生了１．４４４的碳拉动作用。这与郭朝先［４４］的结论一致。另外，可再生能源投资结构
通过影响投资总量产生了０．１３３　１的碳拉动作用，说明现阶段可再生能源投资结构通过投资总量对碳
排放影响的传导效应存在，但效力较低，这与我国目前的实际相吻合。

３．短期来看，可再生能源投资通过影响经济总量与能源效率并不均等地引起环境的改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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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结构的优化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不一定引起环境的改善。综合考虑总量、结构和效率路径时，可
再生能源投资能够对碳排放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考虑单一路径时，投资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较
大，综合考虑多个路径时，投资总量的碳抑制效应优于投资结构。其原因在于：第一，能源效率的
提高产生的经济效益小于技术创新和设备升级的情况下，通过能源效率的提高不能有效改善环境的
质量。并且技术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影响力不同，对环境质量改善的影响力在时间分布上也必然是
不均等的。第二，我国目前可再生能源不仅投资水电等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技术相对成熟的行业，
还投资于成本高、技术难、市场发展不稳定、政策扶持较小的行业，因而投资总量通过单一路径对
碳排放的影响比投资结构小。此外，可再生能源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系统
中的碳拉动效应有可能抵消碳抑制而最终导致从现在的结果看某些路径未产生减排效果。
在此基础上，对模型 （５）和 （６）进行估计，但结果表明两个方程并未实现较好的拟合。产业

结构和能源效率对应的值不显著，说明长期内这两条路径并不通畅。可再生能源投资最直接的影响
是能源消费结构，进而影响产业生产结构，生产结构的改变也会对能源结构起到一定影响，因此可
再生能源投资通过能源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交互作用对碳排放产生作用。产业结构的调整受多种因素
影响，可再生能源投资通过产业结构路径对碳排放的影响并未显现。可再生能源投资虽然与能源效
率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但由于技术创新、生产成本、制度安排等因素的制约以及回弹效应的存
在，效率路径也存在阻滞。另外，可再生能源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能还存在
其他的因素变量或者相关变量的滞后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本文在考虑已有变量的基础上，剔除产
业结构与能源效率两个因素，进一步对剔除以上两个变量的模型进行拟合。剔除不显著的状态向量
后，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可再生能源投资影响碳排放的状态空间模型估计结果 （剔除变量后）

模型 状态参数 最终状态 Ｚ统计量 Ｐ值

ＳＶ′１ ０．３５９　６　 ４．６５５　４　 ０．０００　０
ＳＶ′＊１ ０．９８８　０　 ４．３７９　８　 ０．０００　０

ＲＩ→ＣＯ２
ＳＶ′２ －２．１９７　１ －１６．７７９　３　 ０．０００　０
ＳＶ′＊２ －４．１０２　１ －４２．８１７　２　 ０．０００　０（ＲＳ→ＣＯ２）
ＳＶ′３ １．８６５　７　 ３８．０５３　１　 ０．０００　０
ＳＶ′＊３ ３．４３４　４　 ２６．６８３　１　 ０．０００　０
ＳＶ′＊４ －０．２８８　４ －４．１６１　４　 ０．０００　０

表４反映出两个方程均实现了较好的拟合。基于此生成时变序列，反映样本区间内可再生能源
投资通过相关变量对碳排放作用的动态变化过程。图３为时变作用的运行轨迹。
可以看出：

１．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量通过经济总量对碳排放的作用在 ［０，１．５］变动。样本区间内，作用
小幅波动且总体呈上升趋势。可再生能源投资结构通过经济总量对碳排放作用系数在 ［－２，１］波
动，波动幅度较大；２００８年碳抑制作用最大 （负值的绝对值最大），此后作用逐步降低，２００９年之
后呈现出碳拉动效应。从实际来看，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并致力
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国家，发展新能源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进入 “十二五”以来，我国经
济持续稳定增长。这说明经济增长对能源仍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并且可再生能源投资结构也受到经
济环境的影响。

２．考虑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交互作用时，可再生能源投资通过ＥＳ×ＩＳ路径对碳排放的拉
动作用在２００６年迅速上升后趋于平稳，这与 “十五”末期和进入 “十一五”期间后我国对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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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量和结构对碳减排影响的时变调节效力

构调整的重视程度有关。受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国际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为实现 “保增长”

的经济目标，我国工业发展中的重工业模式再次凸显，大量投资以及能源消耗使得第二产业占比回
升，因而可再生能源投资通过结构路径对碳排放产生了拉动作用。进一步地，样本区间内，能源结
构有所优化，２００６年后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量和结构通过能源结构路径均产生了显著的碳抑制作用
且作用大于Ｙ 及ＥＳ×ＩＳ路径的碳拉动效应，２０１１年后碳抑制作用趋于平稳。从实践来看，２００５
年我国 《可再生能源法》的颁布与实施有效推动了节能减排。

３．可再生能源投资结构通过影响投资总量对碳排放的作用在 ［－０．３，０．４］波动，剔除非正
常波动外，整体波动幅度不大，平均值为－０．０３，即可再生能源投资结构每提高１％，碳排放平均
降低０．０３％。这种抑制作用在２００８年以后有所提升，这与ＥＳ×ＩＳ路径的作用一致。
进一步地，《可再生能源 “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提出，到２０２０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

比例达到１５％，２０３０年达到２０％。由于能源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政府在可再生能源发展中的作
用至关重要。除了直接投资以外，主要是通过制定和出台大量的激励和刺激政策 （例如补贴政策、

价格政策、税收优惠政策和优惠贷款等）鼓励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时变作用的研究结果表明，
可再生能源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在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８年存在明显的变化节点，因而可能存在
政策等定性因素的影响。从我国的实践看，以２００５年 《可再生能源法》颁布为分界点，之前新能
源相关政策出台的数量较少 （２项），２００６年开始新能源相关政策逐渐增多，２０１２年达到最多的２３
项。考虑到：（１）现行税收制度中针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优惠政策很少，且大都分散在各个税种之
中，激励效果不明显；（２）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以风能和太阳能为主，并主要以电力形式加以
利用，制约其大规模商业化的主要因素是 “上网电价”。综合以上，本文将上网电价政策作为虚拟
变量纳入模型，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政策的有效性。鉴于风电产业的投资比例最大，因而仅考虑风
电项目的核准电价。进一步构建模型如 （７）和 （８）：

ｌｎ （ＣＯ２）ｔ＝Ｃ＋α１，ｔｌｎ （ＲＩ×Ｙ）ｔ＋α２，ｔｌｎ （ＲＩ×ＥＳ）ｔ＋α３，ｔｌｎ （ＲＩ×ＥＳ×ＩＳ）ｔ＋α４，ｔＤｔ＋εｔ （７）

ｌｎ （ＣＯ２）ｔ＝Ｃ′＋β１，ｔｌｎ （ＲＳ×Ｙ）ｔ＋β２，ｔｌｎ （ＲＳ×ＥＳ）ｔ＋β３，ｔｌｎ （ＲＳ×ＥＳ×ＩＳ）ｔ＋β４，ｔｌｎ （ＲＩ
×ＲＳ）ｔ＋β５，ｔＤｔ＋εｔ （８）

其中，Ｄｔ为虚拟变量，α４，ｔ和β５，ｔ为其作用系数。由于２００９年之前风电项目的核准电价以招标或
审批的形式为主，２００９年实施标杆电价，因此，若实施标杆电价，Ｄｔ＝１，反之，Ｄｔ＝０。对模型 （７）

和 （８）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当加入政策因素时，两个方程都实现了较好的拟合，方程的Ｒ２ 分别为

０．９６０　８、０．９９２　８，Ｆ对应的Ｐ值为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２。ＤＷ 值都在２附近，不存在序列相关现象。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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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方程 （８）的拟合效果更好，与剔除了产业结构和能源效率的动态模型估计结果一致。
以上结果揭示出：良好的政策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碳减排作用具有引导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了风电产业实施标杆电价政策的有效性。从实际情况看，近年来，我国制定了多种可再生能源发
展的激励政策，但是主要针对电力，要深入发挥可再生能源投资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应进一步引导
能源技术和投资的多样化。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第一，可再生能源投资与碳排放之间没有直接关联，而是通
过总量、结构、效率等路径对碳排放产生调节作用，其最终的影响取决于系统中碳拉动和碳抑制效
应的博弈。第二，短期来看，考虑单一路径时，投资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较大；综合考虑多个路径
时，投资总量的碳抑制效应优于投资结构。第三，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量和结构通过结构路径 （能源
结构和产业结构）分别对碳排放产生拉动作用和抑制作用。总体来看，可再生能源投资结构通过总
量和效率路径对碳排放的影响相对较大，通过结构路径产生的碳抑制效应优于投资总量。第四，可
再生能源投资结构通过影响投资总量产生碳拉动作用，这说明现阶段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量与结构间
存在传导关系，但效力较低，这与我国目前的实际相吻合。第五，良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政策对碳
减排作用具有引导性。
实践中，我国一直致力于节能减排的努力，强调了技术、经济、法律、行政、市场手段的综合

运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对放缓以及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为节能减排提供了新的契
机。随着石油和其他化石能源的日益枯竭及全球对于温室气体排放引起气候变暖问题的关注，开发
利用可再生能源成为促进节能减排的关键点，这凸显了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重要性。本文的研究表
明，可再生能源投资能有效地促进碳减排，而结构和效率 （技术）是减排的两大重要路径。但在样
本区间内，投资总量对能源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引导不足，投资结构对能源结构的优化、产业结构的
转型升级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因此，从实践层面上来看，一方面，强有力的结构调整政策和技术
促进政策必然会放大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减排效果。对于结构调整而言，实际上可以利用技术进步和
制度创新转变能源利用方式，提高能源效率，优化能源结构。另一方面，合理的可再生能源投资政
策也是促进节能减排的关键所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增速明显加快，很大程度
上也是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因此，进一步通过政策引导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优化投资结构、
提高投资效率，并结合中国实际，实现技术促进政策、能源财税政策、融资政策等激励政策的有效
协调，以此激励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将是促进节能减排、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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